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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中国 95 个地级市或地级以上城市的横截面数据，对“资源诅咒”假说

在中国是否成立这一问题进行了再研究。我们的检验结果表明，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与经济

增长之间并无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资源诅咒”假说在中国城市层面上不成立。通过设置反映

资源丰裕程度的省级虚拟变量，在控制了各种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以后，我们仍然发现

资源丰裕城市对省内其他城市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通过进一步的传导途径的分析，我们

发现资源丰裕城市可以显著促进省内其他城市的工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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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资源诅咒”这一命题最早出现于 Auty（1993）的著作“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Resource 
Economics: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其涵义为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反而比自然资源相对

贫乏的国家经济增长得更慢。在此之前，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都强调自然资源对一国经济增

长的积极作用（Rosenstein-Rodan, 1943; Murphy et al., 1989）。但是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资

源相对贫乏的亚洲四小龙——日本、台湾、新加坡、香港——的迅速崛起以及资源丰裕的墨

西哥、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等拉美经济体的没落令经济学家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资源在长期经

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资源为什么对经济增长产生“诅咒”，文献对此的解释众说纷纭。社会学认为“轻易得到

的富裕会导致懒惰”。另一些解释则源于政治学领域，如 Gelb（1988）和 Auty（1990, 2001）
分析了“资源诅咒”的政治传导机制，认为资源丰裕的国家比资源贫乏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寻租

行为，因为政府更倾向于摄取自然资源禀赋所带来的租金。Angrist 和 Kugler（2008）则强

调丰裕的自然资源反而导致更频繁的政治和军事冲突，从而发生所谓的“资源诅咒”。 
经济学家对于“资源诅咒”的解释更为多样化。但概括而言，“资源诅咒”之所以发生的原

因在于丰裕的自然资源通过某种机制“挤出”了其他生产性的组织或经济活动。比如，

Matsuyama（1992）将整个经济分成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由于制造业具有“干中学”的性

质，如果一国的制造业被更多体现资源优势的初级产业所挤出，那么该国的经济增长就会下

降。Sachs 和 Warner（1995、1997、1999、2001）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惊人特征在于拥

有丰裕资源的国家比资源贫乏的国家发展得更慢。他们以初级产品出口额占 GDP 比重来代

表一个国家的资源丰裕程度，利用 97 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研究发现，在 1971 年自然资源和

GDP 比值更高的国家在 1971 至 1989 年间的增长率更低。即使控制了最初人均收入、贸易

政策、政府效率、投资率等其他变量之后，这种负效应仍然存在。他们提出了“荷兰病内生

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这种现象。在荷兰病增长模型中，一个国家有三个部门：可贸易的自

然资源部门、可贸易的非自然资源部门以及不可贸易的部门。自然资源禀赋越大，对不可贸

易产品的需求就越大，从而分配给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就越少。因此，资源丰裕的国



家在可贸易产品中更注重自然资源部门而不是制造业，从而导致制造业的萎缩以及不可贸易

部门的扩张。但是，由于初级品的价格低于制造业，再加上许多国家对初级品进口的保护政

策，最终导致自然资源丰裕国家的经济发展反而出现停滞。 
Sachs 和 Warner（2001）进一步检验了自然资源丰裕程度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即丰

裕的自然资源主要通过挤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活动来阻碍经济增长。如果国家在拥有丰裕自然

资源的同时仍然保持促进经济增长的活动，它们就不容易出现“资源诅咒”的情况。例如，挪

威将它们丰富的石油储备转化为外汇，从而保护它们的经济不受突然的收入增长影响。“资
源诅咒”的间接传导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首先，由于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使得当地居民的收

入显著提高，从而使人们忽视良好的经济管理、社会平等以及有效率的政府机构对长期经济

增长的重要作用（Sachs and Warner，1995; Gylfason, 2001），误导人们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

感，并减弱人们对投资、高级劳动力和推动经济增长策略的需要。其次，本币升值会损害制

造业并且导致出口结构向资源密集型产品倾斜。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往往会面临制造业和其

他非原材料产品出口的减少，而这些产品都具有技术溢出和“干中学”的特征（Sachs and 
Warner，1995, 1999; Gylfason，2001）。 最后，自然资源也会吸引潜在的创新者在资源部门

工作从而挤出企业活动和创新行为，造成资金从研发部门向初级产品部门的转移（Sachs and 
Warner, 2001）。在控制了地理和气候等解释变量后，他们发现“资源诅咒”仍然存在。 

已有的文献大部分都是从跨国角度讨论“资源诅咒”是否成立，而 Papyrakis 和 Gerlagh
（2006）则将对“资源诅咒”这一现象的考查进一步延伸到同一国家内的不同地区。他们利用

美国 49 个州的横截面数据，根据相对收敛模型，发现“资源诅咒”在美国的州际层面也成立。

这篇文章同时考察了资源丰裕程度对投资、教育、开放程度、研发状况以及政府腐败行为等

传导途径的影响，并估计出每一个传导途径的相对影响程度。通过分析他们发现，在美国，

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主要通过挤出教育投入这一传导途径来减缓经济增长的速度。扩张的初

级品生产部门不需要高水平劳动力，从而造成整个地区对教育的投资不足，导致经济增长的

减退。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并不同意“资源诅咒”的假说。Habakkuk（1962）就认为美国的丰裕

自然资源有助于解释它在 19 世纪赶超英国。Sala-I-Martin（1997）检验了 62 种经济增长文

献中常用的经济变量是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他发现初级产品占总出口的比重对经济

增长具有显著负效应，GDP 中采掘业的比重则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可见，选取不同的自然

资源丰裕程度的指标往往会得到不一致的结论。Alexeev 和 Conrad（2009）也发现，当自然

资源以人均概念来衡量时，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中，石油和矿产品等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

长期影响是基本为正的。 
国内许多经济学家也在关注着“资源诅咒”假说是否在中国出现（徐康宁与王剑，2006；

丁菊红等，2006；胡援成与肖德勇，2007；邵帅与齐中英，2008）。现有文献多使用一个地

区的采掘业占当地的工业总产值比重，或者职工收入比重，或者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来衡量资

源禀赋。由于使用省级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受制于样本容量的限制，已有的中文文献基本

上均使用面板数据模型。除资源丰裕度外，还在回归方程中控制各种短期投入要素，主要包

括物资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和科技创新投入等。已有的中文文献大部分都支持“资源诅

咒”假说。 
Zhang 等（2008）研究了资源丰裕程度与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

在 1985 至 2005 年，中国存在“资源诅咒”现象。有趣的是，当考察 1995 至 2005 年的子样本

时，他们发现“资源诅咒”的现象消失了，并将此归因于 1993 年底开始的针对石油等能源产

品的价格双轨制改革。 
本文利用现有文献中的数据证明，这些度量指标容易将一些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较快的

地区度量为资源匮乏的地区，而将一些资源其实很匮乏但经济发展很缓慢的地区度量为资源



丰富的地区。在计量模型选择上，现有文献受制于样本容量，多使用面板数据模型，这与英

文文献中普遍使用横截面模型的做法有所不同。本文详细分析了不同计量模型所代表的不同

经济含义。 
本文利用中国地级市的横截面数据，重新检验了中国是否存在“资源诅咒”假说，并详细

讨论各种传导机制和相应的政策意义。本文首次使用了样本容量较大的城市数据讨论中国的

“资源诅咒”问题。利用横截面计量模型，我们发现在城市层面上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资源

诅咒”。进一步，本文讨论了“资源诅咒”命题是否在省级层面上成立。我们通过在横截面模

型中设置一个省级虚拟变量，考察了自然资源丰裕的城市对同省其他城市的“溢出”效应，结

果发现存在正的“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了这种“溢出”效应各种可能的传

导途径和相关的政策涵义。 
 

二 现有文献的结论与问题 
 

“资源诅咒”在中国也成立吗？已有的文献大多认为“资源诅咒”在中国省级层面上同样

成立。徐康宁与王剑（2006）利用 29 个省级地区在 1995~2003 年的面板数据，发现“资源诅

咒”在中国省际层面上成立，并且主要是通过资本途径挤出制造业和技术产业, 从而制约经

济增长。邵帅、齐中英（2008）通过 1991~2006 年的西部 11 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对西

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计量检验和分析，发现自上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性，而能源开发在

西部主要通过挤出科技创新、挤出人力资本投入以及滋生寻租和腐败从而弱化政治制度这三

种传导途径阻碍经济增长，其中影响人力资本投入是最主要的因素。丁菊红等（2007）则利

用 21 个城市在 1998~2002 年的面板数据，发现在控制了港口距离、政府干预 、固定资产投

资等因素后,自然资源利用程度与经济增长水平间没有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率与教育水平等变量却与经济增长水平间呈现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但是，由于受制于数据或其他一些原因，我们发现现有文献在自然资源禀赋度量指标的

选择和计量模型的设置上存在着以下两个特点： 
（一） 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的度量指标 
目前文献中使用的度量指标主要有三种：（1）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的比重（徐康宁与王剑，2006；胡援成与肖德勇，2007）；（2）采掘业职工收入占地区职工

总收入的比重（丁菊红等，2007）；（3）能源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邵帅与齐中英，

2008）。上述度量指标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将资源丰裕程度度量为一个和 GDP 或与

GDP 高度相关的经济变量的相对值。一个地区的 GDP 增长越快，该地区就越倾向于被“度
量”为资源相对贫乏。当人均 GDP 或 GDP 的增长率同时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就可能存在“内
生性”的问题，从而得出“资源诅咒”的结论。为了理解所谓的“内生性”问题，我们考虑以下

两种可能成立的理论假说： 
(1) Sachs 和 Warner（1995、1997）强调地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以山东省为

例，山东本身具有相对丰裕的自然资源。但由于其是东部沿海省份，经济发展比很多内地省

份要快很多，因此无论是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地区职工总收入还是工业总产值的总量都相对

较大。尽管山东省绝对的自然资源丰裕程度较高，但由于其分母较大，就有可能反而被“度
量”成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省份，从而得出有利于“资源诅咒”的结论。 

(2) Habakkuk（1962）以美国为例，强调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在上

述指标下，由于美国巨大的经济总量，资源部门产值在总体经济中只占较小的比重，从而使

美国又被“度量”成一个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 
以 1991~2006 年能源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年均值与 1991~2006 年各省人均



GDP 年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为例。宁夏、甘肃、青海的能源工业产值比重约在 32%~37%，而

陕西省该指标约为 23%~24%，大大低于前者。据此，我们能够得出陕西省的自然资源丰裕

程度低于宁夏、甘肃以及青海这一结论吗？ 
 
               表 1 部分省份平均能源产量以及平均年工业总产值 
 平均能源产量（亿吨） 平均年工业总产值（亿元） 比重（%）

江苏省 0.202113 11353.94 0.0018 
山东省 1.104211 9509.432 0.0116 
陕西省 0.491597 1283.242 0.0383 
甘肃省 0.17655 823.5 0.0214 
青海省 0.04606 184.3559 0.0250 
宁夏回族自治区 0.127457 241.6635 0.0527 
 
 

表 1 列出了山东、江苏、陕西、宁夏、甘肃、青海 6 省在 1989~2006 年平均能源产量和

平均工业总产值①。能源产量的计算根据徐康宁、王剑（2006）使用的中国科学院折算公式, 
即能源产量= 原煤产量×0.714t/t + 原油产量×1.43t/t + 天然气产量×1.33P/1000m3，其中 t 为
吨, m3 为立方米,能源产量的计量单位为亿吨。经换算后发现，山东省的平均能源产量为

1.104 亿吨，位居 6 省第一位。这说明了山东省的自然资源绝对量在 6 省之中最为丰裕。 
但是通过比重②这一列，我们可以发现以上所有指标中存在的问题。首先看陕西和青海。

陕西省的平均能源产量远远高于青海省，自然资源远远比青海丰裕，但是除以平均年工业总

产值后，比重反而比青海还低。其次，通过对江苏和宁夏的比较，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问题。

最后，我们再比较江苏和甘肃，江苏的能源产量略高于甘肃，但由于江苏的平均工业总产值

规模远远高于甘肃，导致江苏省的比重远远低于甘肃省。山东是所有这些省份中平均能源产

量最高的，但和工业总产值的相对比重却仅高于江苏。这些导致自然资源丰裕程度错置的指

标倾向于得出“资源诅咒”的结论。其实，中文文献的结论也和英文文献的已有结论并不一致。

尽管许多英文文献在进行跨国研究时得到了存在“资源诅咒”的结论，但它们大都以初级产品

占总出口的比重来衡量资源的丰裕程度。当将 GDP 中采掘业的比重作为资源丰裕程度的度

量指标时，经济学家发现它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Sala-I-Martin, 1997）。 
（二）面板数据模型与横截面回归模型 
现有的中文文献在考察“资源诅咒”假说时大都使用省级数据。由于省级数据的样本量太

小，所有中文文献都采用了（动态）面板数据，这有别于英文文献中通常所采用的横截面模

型（Sachs and Warner, 1995, 1997, 1999, 2001; Papyrakis and Gerlagh, 2004, 2006; Alexeev and 
Conrad, 2009）。经济理论认为，资源的丰裕程度对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影响。

从文献中关于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传导渠道的分析中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对制度的影响还是

对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其他经济活动的挤出效应，都必须在较为长期的视野中才能得到更好的

反映。经济增长的横截面模型适合于考察各种长期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动态）面板

数据更适合考察影响经济增长的短期因素。动态面板数据往往需要设置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

“固定效应”来控制个体之间的异质性。在实际估计中，我们需要通过某种差分的方式消去“固
定效应”。这样一来，在实际回归中，因变量就转化为同一省份实际经济增长率在相邻年份

间的变化，而主要自变量也转化为同一省份的资源度量在相邻年份间的变化。经过转化以后，

                                                        
①由于暂无能源工业产值数据，本文以和能源工业产值高度相关的平均能源产量代替。 
②该比重为平均能源产量比上平均年工业总产值。 虽然产量和产值量纲不同，但由于 6 省能源产量乘以共

同的价格因子 P 即为能源产值，因此省略 P，结果仍具可比性。 



面板数据模型实际上是利用资源度量指标在相邻年份间的变化来解释不同地区在相邻年份

间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换言之，面板数据模型是利用资源度量的短期变化来解释经济增

长的短期变化，而横截面模型是利用跨国或跨地区的资源禀赋的差异来解释不同国家或地区

间的人均 GDP 差异，因此考察的是资源禀赋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 
 

三 中国存在“资源诅咒”吗？ 
 

为了重新检验中国是否存在真正的“资源诅咒”，我们考虑如下的横截面计量模型： 

,1990ln ln mini i i i iY Y ing X uα β δ= + + +Π +
           （1） 

其中下标 i 代表城市，Yi为 2006 年人均 GDP，α为常数项，Yi,1990 为 1990 年人均 GDP，
mining 代表采掘业从业人数和当地人口数的比重，Xi 代表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其他控制变

量，ui 为随机扰动项。上述计量模型和经济理论中的“条件收敛”模型相一致，其中我们以 1990
年各城市的人均 GDP 作为各地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1990 年基本上是大规模城市经济体制

改革的起点。和（动态）面板模型相比，横截面模型更适合于估计长期经济影响，因此也和

相关经济理论更为一致。 
本文选取采掘业从业人员数占当地人口数比例来反映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在中国的行

业统计口径下,采掘业中包含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和非金属矿采选业等与自然资源直

接关联的细分行业, 比较全面地涵盖了自然资源的各个方面，能够较为准确地代表当地自然

资源的状况。以当地人口总数作为分母，和以工业总产值等作为分母相比，由于地区总人口

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能够有效避免上文中所论及的错置资源丰裕程度的问题。Alexeev 和

Conrad（2009）在资源度量指标上的看法和我们几乎完全一致。他们认为在研究资源诅咒问

题时，比较好的度量指标应该是人均概念的，而不是以 GDP 为分母的，后者会倾向于得出

资源效应为负的结论。为了更准确反映各地自然资源的长期状况，我们在回归中采用了 1997
至 2005 年的平均值作为各地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的度量。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包含了 1990 年及 1997 至 2005 年中国地级市或地级以上城市的相

关变量，大部分来源于中经网，其中关于各地制度质量的统计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2006）。
根据行政区划的划分，中国具有 300 余个地级市。但由于部分城市相关变量的数据有所缺失，

尤其是制度度量的数据仅受限于 120 个城市，因此最终取得完整信息的城市仅 95 个（具体

信息请见附表）。样本城市在各个省的分布如下：除 4 个直辖市外，来自江苏、山东分别有

9 个，来自广东 8 个，来自河北、辽宁、浙江、湖北与湖南各 6 个，来自四川 5 个，来自福

建 4 个，安徽、河南各 3 个，山西、吉林、黑龙江、江西、广西、海南、云南、陕西与甘肃

各 2 个，青海、贵州各 1 个。 
   

我们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文献中常见的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D_landlock
代表是否为沿海城市的虚拟变量，D_special 为直辖市、经济特区、副省级省会城市及计划

单列市#（4 个直辖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5 个经济特区包括深圳、珠海、厦门、

汕头、海南岛，10 个副省级省会城市为沈阳、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济南、武汉、

广州、成都、西安，5 个计划单列市为大连、宁波、厦门、青岛、深圳。）#的虚拟变量。根

据 Sachs 和 Warner（1995，2001）的建议，我们还将反映开放程度的 D_landlock 与各地 1990
年人均 GDP 相乘，作为一个新的控制变量（X_inter）。 
 已有的中文文献往往在回归方程中添加更多的控制变量，尤其是一些短期的投入要素，

包括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和科技创新投入等。但是，已有的中文文献均使用（动态）

面板数据模型，在通过差分方法去除固定效应以后，其实是以短期的投入变化来解释短期的

产出变化，因而在回归中控制短期投入显得尤其重要。我们所使用的跨地区横截面模型，是



用地区之间在横截面上的差异来解释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因而是在考察经济增长

的长期效应，那些短期投入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在英文文献中，最近的文献也倾向于在

横截面回归中加入较少的控制变量，如 Sachs 和 Warner（2001）使用的控制变量仅包括初始

GDP、开放度、到主要港口的距离和是否在热带地区等地理变量，并没有包含投资③。Alexeev
和 Conrad（2009）所使用的控制变量更加简单，仅包括纬度和洲际的虚拟变量。 

 
表 2 “资源诅咒”的检验 

 （1） （2） （3） （4） （5） 
mining 0.786(0.843) 2.886(0.462) 3.084(0.442) -1.931(0.255) -1.659(0.372) 
D_landlock  0.753(0.000)   -1.824(0.283) 
D_special   0.185(0.120)  0.012(0.895) 
lnY90    0.744(0.000) 0.706(0.000) 
X_inter    0.036(0.011) 0.249(0.203) 
R2 0.0006 0.2104 0.2448 0.6150 0.6200 
样本数量 95 95 95 95 95 

说明：括号中的数值为 p 值。下表同。 
 

表 3“资源诅咒”的检验（以 1997~2001 年平均值作为资源丰裕度的指标） 
 （1） （2） （3） （4） （5） 
mining 0.123(0.169) 0.130(0.143) 0.125(0.148) 0.138(0.133) 0.136(0.183) 
D_landlock  0.003(0.847)   0.0005(0.976) 
D_special   0.0003(0.977)  -0.0007(0.953) 
lnY90    -0.005(0.558) -0.005(0.618) 
X_inter    -0.00009(0.259) -0.00009(0.260) 
R2 0.0041 0.0048 0.0041 0.0144 0.0145 
样本数量 95 95 95 95 95 

 
表 2 利用 95 个城市数据，通过简单的最小二乘法，检验了资源丰裕程度和各城市经济

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为了控制横截面回归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中所有估计

的标准差和相应的 t 检验都采取了 White 显著一致性异方差调整。当各城市的人均 GDP 仅

和各地资源丰裕程度回归时，资源丰裕程度对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为 0.786，但在统计上并

不显著。在分别控制沿海城市和直辖市、副省级城市以及计划单列市等虚拟变量后，回归系

数仍然为正，但也不显著。在单独控制初始条件（1990 年的人均 GDP）后，我们发现初始

条件在解释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时表现出强烈的显著性，其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显示出

条件不收敛的特征。这意味着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会越来越大。有趣的是，在

控制初始发展水平的差异和交互变量 X_inter 后，资源丰裕程度对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首次

成为负数，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同时加入所有控制变量以后，我们仍然发现自然资源的丰

裕程度与各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我们同时也采取了 Papyrakis 和 
Gerlagh（2004）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即取 1997 至 2006 年人均 GDP 自然对数的平均数，

计为（1/10）ln（GDP2006/GDP1997）。结果仍然显示城市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

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④。  

                                                        
③ Sachs 和 Warner（1997）中使用的控制变量包括了投资。 
④徐康宁与王剑（2006）也尝试用采掘业从业人员/当地从业人员总数来衡量各地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发



考虑到资源丰裕度的度量指标可能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互为影响的逆因果性关系，从而

导致 OLS 回归中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前 5 年（1997 年至 2001 年）的平均值

作为资源丰裕度的度量，即试图通过前 5 年的时滞变量来进一步降低逆因果关系的可能。表

3 罗列了使用 1997~2001 年平均值作为资源丰裕度指标的 OLS 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我们的

结果和采用 10 年平均值相比没有明显的差异。 
 尽管我们在中国各城市之间没有发现任何“资源诅咒”的证据，但能否据此直接否定在省

级层面也不存在“资源诅咒”的现象呢？省级行政区是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

配置权的实体。即使在城市数据上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但自然资源丰裕的城市有可能通

过各种传导途径影响到省内其他城市的经济活动，比如有可能加剧省级政府的官僚作风，挤

出省内其他城市的制造业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等，从而有可能在省级层面上出现“资源诅咒”
现象。为了更全面地考察中国是否真正存在“资源诅咒”现象，我们还必须检验资源丰裕的城

市对省内的其他城市是否存在“溢出”效应？如果有，是正的“溢出”效应还是负的“溢出”效
应？ 

为了检验“溢出”效应，我们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1990ln ln m ini i i i i iY Y ing D X uα β δ λ= + + + + Π +
      (2) 

和第一个计量模型相比，我们在回归中增加了虚拟变量 Di，用以表示一个城市 i 所处

的省份是否具有自然资源丰裕的城市。如果城市 i 所处的省份具有自然资源丰裕的城市，则

Di 取值为 1，反之，则取值为 0。具体地，我们考虑三种不同的标准来判断一个省份是否具

有自然资源丰裕的城市。首先，将样本中 95 个城市按照采矿业从业人数与当地人口比例这

一相对指标排序，排名前 10 位的城市所在省份我们认为是自然资源丰裕的省份，样本中属

于这些省的城市 Di 皆取值为 1，其余城市取值为 0，这样就得到了 D1。
⑤对于 D2，将样本城

市按照采矿业从业人数这一绝对指标排序，排名前 10 位的城市及其所在省的其他城市取值

为 1，其余城市取值为 0。⑥对于 D3，将样本城市所在省按照平均能源产量排名，位于排名

前 10 省份的城市取值为 1，其余城市取值为 0。⑦我们试图通过虚拟变量 Di 的设置来反映资

源丰裕城市对省内其他城市的“溢出”效应。 
根据表 4 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在所有回归方程中，D1、D2 和 D3 的估计系数都为正，

这意味着资源丰裕的城市可能对其他省内城市存在正的“溢出”效应。在不加入其他控制变量

的情况下，D2 和 D3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分别为 0.20 和 0.26。D1 的估计系数为 0.14，但

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在加入初始条件、沿海城市虚拟变量等控制变量时，D3 的系数变得不

显著了。但 D2 的估计系数是 0.18，仍然在统计上非常显著，其 p 值为 0.027。表 5 罗列了使

用 1997~2001 年 5 年平均值作为资源丰裕度指标的回归数据，所有结果和表 3 相比没有显著

差别。 
以上经验证据表明，中国不仅在各城市之间不存在所谓的“资源诅咒”效应，而且我们还

发现资源丰裕城市对所在省的其他城市可能存在着正向的“溢出”效应。这对于中国经济发展

战略的选择和西部大开发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在具体分析这些理论和政策

意义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考察资源丰裕城市“溢出”效应的主要传导机制。 
 

 
 

                                                                                                                                                               
现其和各省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关系。但他们仅简单地把它归因于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 
⑤前 10 位城市所在省为山西、黑龙江、江苏、河南、河北及辽宁。 
⑥前 10 位城市所在省及地区为山西、江苏、黑龙江、河北、天津、河南、辽宁及山东。 
⑦前 10 位省份及地区包括黑龙江、山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陕西、天津、广东、辽宁、吉林、河北及河

南。 



表 4 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省内“外溢”效应的检验 
 

 (1) (2) (3) (4) (5)  (6) 
mining -8.914(0.843) -1.386(0.752) 0.157(0.966) -2.082(0.294) -3.424(0.088) -1.821(0.324)
D1 0.143(0.247)   0.044(0.604)   
D2  0.203(0.087)   0.177(0.027)  
D3   0.261(0.035)   0.056(0.488)
D_landlock    -1.892(0.274) -2.401(0.162) -1.815(0.294)
D_special    0.013(0.889) 0.013(0.883) 0.006(0.955)
lnY90    0.696(0.000) 0.692(0.000) 0.702(0.000)
X_inter    0.258(0.197) 0.316(0.112) 0.246(0.216)
R2 0.0106 0.0255 0.0499 0.6209 0.6393 0.6222 
样本数量 95 95 95 95 95 95 

 
表 5 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省内“外溢”效应的检验 
（以 1997~2001 年平均值作为资源丰裕度的指标） 

 (1) (2) (3) (4) (5)  (6) 
mining -0.288(0.938) -0.663(0.854) 0.905(0.762) -0.863(0.613) -1.972(0.232) -0.740(0.619)
D1 0.166(0.175)   0.014(0.859)   
D2  0.221(0.055)   0.133(0.080)  
D3   0.234(0.045)   -0.001(0.986)
D_landlock    0.252(0.036) 0.266(0.015) 0.247(0.028)
D_special    0.033(0.674) 0.035(0.635) 0.033(0.680)
lnY90    0.696(0.000) 0.710(0.000) 0.698(0.000)
X_inter    -0.002(0.024) -0.001(0.134) -0.002(0.015)
R2 0.0172 0.0348 0.0458 0.6926 0.7027 0.6925 
样本数量 95 95 95 95 95 95 

 
 

四 资源丰裕城市省内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 
 

对资源丰裕程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传导机制进行经验检验的最早文献见于 Papyrakis
和 Gerlagh（2004、2006）。邵帅与齐中英（2008）利用面板数据计量模型检验了“资源诅咒”
在中国西部地区的传导机制。考虑到面板数据模型和经济理论之间的不一致性，我们直接采

用 Papyrakis 和 Gerlagh（2004）的横截面计量模型： 

mini i i i iZ ing D X uα δ λ= + + +Π +              （3） 

其中，D 为上文中所定义的虚拟变量。考虑到 D2 在各种回归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稳健性，

所以在本节中我们直接采用 D2 来反映资源丰裕城市在省内的“溢出”效应。Xi 则代表了一系

列控制变量，它们包括 1990 年的人均 GDP、沿海城市虚拟变量、开放城市虚拟变量以及 1990
年人均 GDP 和沿海城市虚拟变量的交互项。Z 代表资源丰裕城市影响省内其他城市的可能

传导途径。上述计量模型包含了两种不同的效应。首先，资源丰裕程度（mining）的估计系

数 δ 反映了资源丰裕程度对该城市本身的“挤出”效应。其次，虚拟变量 D2 的估计系数 λ 反

映了资源丰裕城市对其所在省的“溢出”效应。 



根据以往文献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分别考虑了如下的可能传导机制： 
（1）政府效率，其度量来自于世界银行（World Bank, 2006)。丰裕的自然资源有可能

导致人们轻视政府效率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Papyrakis 和 Gerlagh（2004）以及邵帅与齐

中英（2008）分别考察了资源丰裕程度和腐败之间的关系。 
（2）制造业比重，其计算方法为 1997 至 2005 年制造业产值占当年 GDP 比值的平均值。

Sachs 和 Warner（1995、1997、1999）强调资源丰裕程度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也就是文

献中著名的“荷兰病”效应。 
（3） 人力资本投入，具体由小学、中学和各类高校教师人数除以当地总人口数来替代。

资源部门劳动力需求的人力资本投入要求相对较低，导致该地区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不足，

从而抑制经济的长期发展。 
（4）科技创新能力。本文主要采用两个指标来衡量，其一为科研人员从业人数占当地

总人口的比重，其二为地方财政预算内科学事业费支出占当地 GDP 的比重。 
（5）地区开放程度（FDI）。丰裕的自然资源可能导致人们产生安逸保守的性格，从而

对改革开放产生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通常由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

重来衡量。但由于在地级市层面上无法找到进出口的数据，我们用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 GDP
的比值来代替。 

（6）企业家活动。有经济学家认为资源过于丰裕会“挤出”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从而伤

害经济发展的长期活力。在中国，资源丰裕往往伴随着更高比例的国有经济成分以及更严格

的政府管制和政府垄断经营，从而不适合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我们以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

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企业家活动的程度。 
除政府效率以外，上述所有的度量都采用 1997 至 2005 年的平均值。 
我们发现，资源丰裕程度对城市本身的政府效率并没有显著影响，但有趣的是，资源丰

裕城市对所在省的政府效率的改善却起到显著的正效应。资源丰裕程度显著“挤出”了该地区

制造业的发展，其估计系数为-0.753，p 值为 0.001。丰裕的自然资源导致政府更倾向于发展

和自然资源开发直接相关的采掘业，从而明显“挤出”该城市制造业的发展空间。但是，我们

发现资源丰裕城市并没有“挤出”所在省的制造业发展。与之相反，我们发现资源丰裕城市显

著促进了省内其他城市的制造业发展。虚拟变量 D2 的估计值为 0.016，p 值为 0.04，在统计

上表现出很强的显著性。由于资源丰裕城市带动了省内其他城市制造业的发展，制造业替代

农业的发展模式可能解释为何资源丰裕的城市会促进省内其他城市政府效率的改善。此外，

我们发现资源丰裕程度也并没有“挤出”该地区的人力资本。该项系数为 0.036，显著为正，p
值接近 0。我们主要以人均教师人数来衡量人力资本投入。一般而言，资源丰裕城市的国有

经济成分较高。和一般城市相比，政府会加强配置教师和学校。但是，我们没有发现资源丰

裕城市在人力资本投入方面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表 6 外溢效应传导机制的检验结果 
 

科技创新能力 变量 政府效率 制造业 
科研人员数 科研财政支出 

人力资本投入 地区开放度 企业家活动 

mining 0.812(0.370) -0.753(0.001) 0.0130(0.621) -0.0034(0.011) 0.0360(0.000) -2.778(0.013) -0.4540(0.002)

D2 0.071(0.059) 0.016(0.043) -0.0007(0.327) 0.0001(0.146) -0.0004(0.256) 0.025(0.611) -0.0006(0.935)

D_landlock -1.759(0.001) -1.107(0.000) -0.0070(0.661) -0.0004(0.791) -0.035(0.000) 0.660(0.356) -1.7520(0.000)

D_special 0.066 (0.255) -0.012(0.276) 0.0030(0.011) -0.00006(0.646) -0.0007(0.862) 0.048(0.457) 0.0020(0.838) 

lnY90 -0.349(0.311) 0.048(0.000) 0.0030(0.028) -0.00007(0.628) 0.0002(0.477) 0.120(0.067) 0.031(0.000) 

X_inter 0.202(0.001) 0.134(0.000) 0.0006(0.759) 0.00008(0.346) 0.0041(0.000) -0.070(0.414) 0.210(0.000) 

R2 0.1222 0.6470 0.2550 0.1006 0.3831 0.1561 0.7269 

样本数量 95 95 95 95 95 95 95 

 
我们也发现资源丰裕程度确实对某些经济活动和经济投入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我

们发现资源丰裕程度显著“挤出”以地方科学事业费支出衡量的科技创新能力，但系数较小，

仅为-0.003，p 值是 0.01。我们也发现资源丰裕程度显著影响该地区的开放程度，以 FDI 衡
量的开放度的估计系数达到了-2.77，p 值为 0.013。此外，资源丰裕程度也影响到该地区的

企业家活动，该项估计系数为-0.453，p 值是 0.002。我们没有发现资源丰裕城市在科技创新

能力、地区开放程度和企业家活动方面对省内其他城市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资源诅咒”对经济的影响在现阶段中国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传

导机制。一方面，资源丰裕程度确实“挤出”了当地的制造业生产；另一方面，资源丰裕城市

显著促进了省内其他城市的工业化进程，从而使资源禀赋成为一省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当

某地依托自然资源禀赋形成大规模的能源工业后，一方面，以煤、铁、有色金属等为主要投

入品的能源密集型制造业会因为运输成本等地理经济的因素，自发聚集在以自然资源丰裕城

市为中心的周边城市群；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能源工业所积累的财富也亟需投资到回报

率更高的制造业中。这两方面的原因都会促进资源丰裕省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本文的经验结果对于西部大开发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根据本文的结论，西部大开发必

须充分利用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的优势，以能源工业建设为基础，全面发展相关工业产业和交

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达到 Murphy 等（1989）所强调的“大推进（big push）”的效果。

他们认为与其在一个产业部门实现工业化，不如在若干“后向关联”性强的产业中同时实现

“大推进”式的工业化。后者不仅可以降低工业化的成本，而且在一个市场经济体中可以获得

更高的工业化回报。本文所发现的资源丰裕城市对省内其他城市的正向“溢出”效应也正体现

了“后向关联”性的条件，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选择提供了经验数据的支持。事实上，中国自

2000 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截止到 2007
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 16655 亿元增加到 47455 亿元，年均增长达到 11.6%⑧。其中，能

                                                        
⑧ http://china.newssc.org/system/2008/10/17/011197083.shtml。 



源生产与经济总量一直保持着高相关性和低降速率，为尚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西部地区的

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姜巍等，2007）。 
 我们的经验研究也发现了资源丰裕程度对该地区本身的若干生产性经济活动存在着一

定程度上的“挤出”效应。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资源开发中的各种问题以及可能会带来的后果。

首先，要加快发展各类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并且进一步出台优惠政策，稳定本地人才，吸

引外来人才，提高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投入；其次，政府要加大科研创新力度，化科技为产

能；再次，除了促进本地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之外，还应调整自然资源丰裕的城市的产

业结构，加强其多元化建设, 以免有朝一日因资源枯竭而造成城市功能严重退化；最后，西

部资源丰裕城市还应健全其法律制度，减少政府的政治寻租行为，提高公共财政支出效率，

优化资源配置使之更符合大众利益，并为本地和外部投资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五 结论 
 

“资源诅咒”假说在中国是否存在，是一个同时具备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的重要研究课

题。大部分的已有文献都倾向于认为中国存在“资源诅咒”现象。和已有的文献相比，本文的

结论主要体现在四个层次。 
首先，利用中国地级市数据和横截面模型，我们发现“资源诅咒”假说在中国城市数据层

面并不成立。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发现现有文献之所以得出倾向于“资源诅咒”假说的结

论，主要原因在于使用了导致资源丰裕程度误置的度量指标。另外，我们也认为广泛使用的

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和“资源诅咒”的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 
其次，通过建立反映资源丰裕程度的省级虚拟变量，我们发现资源丰裕的城市对省内其

余城市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通过对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分析，我们发现资源丰裕城市显著

地促进了省内其他城市的工业化进程。 
再次，将我们的发现与 Murphy 等（1989）的“大推进”理论相结合。对于发展中国家而

言，以自然资源禀赋为依托，重点建设若干具有“后向关联”性的产业，从而带动落后地区“大
推进”式的全面发展。 

最后，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西部大开发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为西部大开发政策提供了

经验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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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样本城市列表 
北京市 大庆市 滁州市 滁州市 武汉市 

天津市 上海市 福州市 福州市 宜昌市 

石家庄市 南京市 厦门市 厦门市 襄樊市 

唐山市 无锡市 三明市 三明市 荆门市 

秦皇岛市 徐州市 泉州市 泉州市 荆州市 

邯郸市 常州市 南昌市 南昌市 黄冈市 

张家口市 苏州市 九江市 九江市 长沙市 

沧州市 南通市 济南市 济南市 株洲市 

太原市 连云港市 青岛市 青岛市 衡阳市 

大同市 盐城市 淄博市 淄博市 岳阳市 

沈阳市 扬州市 烟台市 烟台市 常德市 

大连市 杭州市 潍坊市 潍坊市 郴州市 

鞍山市 宁波市 济宁市 济宁市 广州市 

抚顺市 温州市 泰安市 泰安市 深圳市 

本溪市 湖州市 威海市 威海市 珠海市 

锦州市 绍兴市 临沂市 临沂市 汕头市 

长春市 台州市 郑州市 郑州市 佛山市 

吉林市 芜湖市 洛阳市 洛阳市 茂名市 

哈尔滨市 安庆市 南阳市 南阳市 惠州市 

 
 


